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年 第 31卷　第 1期

论唐代科举制的改革及其对当时教育的影响

廖健 琦
(暨南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0)

摘　要: 在唐代三百年的历史中 ,科举、教育、选举三者的关系颇为密切 ,其中又以科举和教育的关系为最。 科举制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多次的改革 ,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上 ,而这些改革的进行 ,对当时

的教育尤其是官学教育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一 ,官学的教学 (实际上就是儒家经典的教育 )受到了影响 ,官学

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干扰 ;第二 ,官学中监官、学官的地位下降了 ,作用被削弱 ,随之而来的是官学的教育管理如学

官的选任、生徒的管理出了问题 ,学校的重要性也随之削弱 ;第三 ,官学的发展受到影响 ,出现萎缩、停顿等发展的

危机 ,同时 ,也使得儒学的发展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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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 ,但真正取得发展是在唐朝 ,

而且从唐代开始 ,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科举制是最主要的做官途径 ,要想取得官职 ,

要想享受高官厚禄 ,参加科举考试是最主要的手

段。” [1 ]( P272)“进士策名 ,向来所重 ,由此从官 ,第一出

身”
[2 ](卷六八 )

。另一方面 ,与唐以前的朝代不同的是 ,

唐代学校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并不能直接进入仕

途 ,而是首先必须先参加由吏部主持的科举考试 (开

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主持 ) ,取得出身后 ,再参加由

吏部主持的铨选 ,合格了 ,才能被授予相应的官职。

因此 ,唐代教育和科举制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密切。
科举制经过高祖和太宗两朝的发展 ,到高宗和

武后统治时期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也开始

暴露出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 ,对当时的教育产

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如闻明经射策 ,不读正经 ,抄

撮义条 ,才有数卷 ;进士不寻史传 ,惟诵旧策 ,共相模

拟 ,本无实才。” [ 2] (卷一三 )

至玄宗开元年间 ,各种问题又暴露无遗。先是在

开元八年七月 ,时任国子司业的李元上疏论曰: “今

明经所习 ,务在出身 ,咸以《礼记》文少 ,人皆竞读。

《周礼》经邦之轨则 ,《仪礼》庄敬之楷模 ,《公羊》、《谷

梁》 ,历代宗 (恐误 ,或应为`崇’ )习。今两监及州县 ,

以独学无友 ,四经殆绝。”
[ 3] (卷七五 )

至开元十六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时任国子祭酒的杨　又上奏道: “窃见

今之举明经者 ,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 ,曲求其文句之

难 ,每至帖试 ,必取年头月日 ,孤经绝句。且今之明

经 ,习《左传》者十无二三 ,若此久行 ,臣恐左氏之学 ,

废无日矣。……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 ,

殆将废绝 ,若无甄异 ,恐后代便弃。” [4 ](卷一八五 )

开元二十四年春 ,发生了“中国科举制度史上一

次重要的改革变动” [ 5] ( P95) ,即科举管理权限由原来

的尚书吏部员外郎转移至尚书礼部侍郎: “二十四

年 ,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 ,帝以员外郎望轻 ,

遂移贡举于礼部 ,以侍郎主之。 礼部选士自此

始” [ 6] (卷四四 )。于是 ,是年九月 ,礼部以贡举权已转移 ,

请别置印。十月 ,时任礼部侍郎的姚奕上奏 ,要求对

进士科实行改革。至次年正月 (《会要》作二月 ) ,统治

者又颁布敕令 ,对明经科亦实行改革。这次改革的进

行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产生

出来 ,于是又进行改革: “文士多于经不精 ,至有白首

举场者。天宝初 ,达奚、李严相次知贡举 ,进士文名高

而帖落者 ,时谓试时 (恐误 ,或为`诗’ )放过 ,谓之`赎

收稿日期: 2003-10-25

·109·

DOI : 10. 16366 /j . cnki . 1000 -2359. 2004. 01. 027



帖’ ”。
[ 7] (卷三 )

至天宝十一载十二月 ,统治者又下诏

曰: “礼部举人 ,比来试人 ,颇非允当。帖经首尾 ,不出

前后 ,复取者也之乎 ,颇相类之处下帖 ,为弊已久 ,须

有厘革。”十二载六月八日 ,“礼部奏: 以贡举人帖经 ,

既前后出一行 ,加至帖通六与过。”
[3 ](卷七五 )

纵观这几

次改革 ,除了开元二十四年实行的是有关科举制的

管理权限之外 ,其余的几次都是有关科举制的考试

方法与内容的。本文针对这几次有关科举制的考试

内容的改革 ,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就教于同

仁。

永隆二年以前 ,由于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了“明经

多抄义条 ,进士唯诵旧策 ,皆无实才”
[6 ](《选举志上》 )

的问

题 ,即明经、进士为了参加科举考试 ,不再深入学习

儒家经典 ,掌握知识 ,只是在重复地做一种简单的工

作。因此有必要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 在这

样的情况之下 ,永隆二年 ,时任考功员外郎的刘思立

建言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实行改革。统治者接受了刘

思立的建言 ,于同年八月下诏 ,对科举考试实行改

革: “自今已后 ,明经每经 ,帖十得六已上者 ,进士试

杂文两首 ,识文律者 ,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

人 ,亦准此例 ,即为常式” [ 3] (卷七五 )。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 ,在科举考试中 ,对明

经举增加帖经的内容 ,而且要求举人在试帖达到取

十得六以上的标准后方可试策。 所谓帖经 ,即“凡举

司课试之法 ,帖经者 ,以所习经掩其两端 ,中间唯开

一行 ,裁纸为帖 ,凡帖三字 ,随时增损 ,可否不一 ,或

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 [8 ](卷一五 )相当于现代的填

充法 ,意在考考生的背诵能力 ,而非为了加强考生对

儒家经典的学习 ,对儒家微言大义的理解。进士举则

增加试杂文的内容 ,所谓杂文 ,主要是诗赋: “按杂文

两首 ,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 ,始以赋居其一 ,亦有

全用诗赋者 ,非定制也。杂文专用诗赋 ,当在天宝之

季。”
[9 ](卷二 )

在试杂文、识文律及格后方可试策。从此

改革不难看出这样几点:首先 ,帖经成了明经举的重

要内容 ,帖经成绩的好坏 ,关系到应明经举的考生的

一生。只有首先通过了帖经考试 ,才有参加下一轮考

试的资格。由此可见帖经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

性所在。而此项改革的施行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高明

之处 ,反而给国子监的教学 ,给当时的儒学带来了负

面的影响。帖经增加前固然有考生忽视正经 ,只读疏

义之弊存在 ,可是生徒们在读疏义时毕竟还得兼及

正经 ,而且往往还得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 ;帖经增加

后 ,为了应付考试 ,生徒们固然仍需兼及正经与疏

义 ,然而此时唯在诵记 ,连帖经增加前尚存的一点对

正经的理解都荡然无存了。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

随着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深入推行 ,帖经所产生的

弊端也日益增多 ,所产生的弊端也不再仅仅局限于

射策时的不读正经、抄撮义条 ,而是情况更加恶劣 ,

其最严重者有三:其一 ,“窃见今之举明经者 ,主司不

详其述作之意 ,曲求其文句之难。 每至帖试 ,必取年

头月尾 ,孤经绝句。”
[3 ](卷七五 )

,“至有帖孤章绝句 ,疑

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 ,或上抵其注 ,下余一二字 ,使

寻之难知 ,谓之例援。” [10 ](卷六三九 )由于考试实在太

难 ,加之考生应试的目的主要还是在于博取功名利

禄 ,因此 ,为了把帖经应付过去 ,考生只好放弃对儒

家经典的正常学习 ,绞尽脑汁 ,千方百计地将考试对

付过去 ,至于入监学习的本意此时已是全然不顾了:

“既甚难矣 ,而举人则有驱联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

诵习之 ,不过十数篇 ,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 ,

或多墙面焉。” [ 8] (卷一五 )这即是说 ,由于负责明经举考

试的机构在考试中实行走火入魔的帖经法 ,使生徒

们在监学习时 ,惟诵记为能事 ,而于经文之本意、注

疏之原意 ,则全然视而不见。这一方面使生徒们手捧

儒家经典 ,却不知其所言为何 ,“其于平文大意 ,或多

墙面焉” ,使本已无甚突破与发展的儒学再一次遇上

了危机 ;另一方面 ,生徒们惟诵记为能事 ,负责明经

举考试的机构在考试中又往往不详求其述作之意 ,

只是在考试的难度方面作文章 ,二者的共同作用 ,使

国子监监官、学官的作用为之削弱 ,甚至有可能丧

失 ,学官的地位为之下降。

因此之故 ,兵部郎中蒋武、考功员外郎刘伯刍、

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颖、郯王府谘议章廷 ,接受

诏令同赴国子监讲论。 [3 ](卷六六 )检《旧唐书· 职官志》

与《唐六典》可知 ,兵部郎中为从五品上 ,考功员外郎

为从六品上 ,著作郎为从五品上 ,太常博士为从七品

上 ,王府谘议为正五品上 ,国子博士为正五品上 ,太

学博士为正六品上 ,四门博士为正七品上 ,广文馆博

士为正六品上 (按《唐六典》中无此条 )。 将其细细比

较 ,便可很清楚地看出 ,其实学官并非真正的职位稍

卑 ,而是由于唐后期在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 ,明

经、进士二科地位的升降等因素 ,导致了学官在人们

心目中的职位稍卑—— 确切地说 ,应该是地位变得

卑贱了 ,而职位并未改变 ,统治者出于统治的目的不

便明说 ,故只能以此作为幌子 ,以掩饰学官地位卑贱

的事实。既然最高统治者都这样看待学官 ,那还能对

那些藐视学官、不服其管教的生徒说些什么呢?以致

安史乱后在国子监中 ,竟然出现了生徒不服管理、滋

事生非等丑恶现象: “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 ,受师

说 ,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 `太学生聚为朋
曹 ,侮老慢贤 ,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 ,有崇饰恶言

而肆斗讼者 ,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 ,其退然自

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 ”
[2 ] (卷五七三 )

其二 ,由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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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试的增加 ,以及考试的难度成为明经科录取标

准之定型 ,负责考试的机构不详求考生之述作之意 ,

帖经越来越孤僻冷怪 ,越来越难 ,为了应付考试 ,考

生在监学习时 ,又往往大行投机取巧之法以对付学

习与考试 ,以便早日及第获得出身 ,这又从很大程度

上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 “今明经所习 ,务在出身 ,咸

以《礼记》文少 ,人皆竞读。 《周礼》 ,经邦之轨则 ,《仪

礼》 ,庄敬之楷模 ,《公羊》《谷梁》 ,历代宗习 ,今两监

及州县 ,以独学无友 ,四经殆绝。”
[3 ](卷七五 )

这对于当

时的儒学教育来说是个打击 ,无论于国子监还是于

儒学 ,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唐六典》卷 21《国子

监》有云: “国子祭酒司业之职 ,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

令。……凡教授之经 ,以《周易》、《尚书》、《周礼》、《仪

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

梁传》 ,各为一经 ,《孝经》、《论语》、《老子》 ,学者兼习

之。 每岁终 ,考其学官训导功业之多少 ,而为之殿

最。”按常理 ,监官、学官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应依据

《唐六典》的规定去行使自己的职责与权利 ,承担起

自己应尽的责任。可如今生徒们在监学习时却“咸以

《礼记》文少 ,人皆竞读” ,置《周礼》、《左传》等于不

顾 ,这种情况的发生 ,无疑会使国子监的正常教学活

动受到干扰 ,使监官 ,尤其是学官的尊严与地位、作

用与信心遭遇到挑战 ,“至有博士助教锄犁其中 ,播

五稼于三时 ,视辟雍如农郊”
[2 ](卷五三二 )

,学官的自身

素质也因之受到影响: “博士有倚席之讥”
[2 ](卷六四五 )

。

其三 ,上面说了 ,帖经实质上就是填充法 ,它并不要

求生徒有很好的理解力和学习方法 ,只要求生徒有

良好的记忆力、扎实的背功 ,这样一来 ,就使得学官

的开讲也形同虚设 ,于务在出身的生徒来讲是毫无

意义的 ,而生徒实质上在平时的学习中也无心去听

学官的讲论 ,岁月既久 ,枯燥乏味、毫无生气与新意

的诵记学习生活 ,往往会使生徒产生严重的厌学之

风: “生徒无鼓箧之志” [2 ](卷六四五 )、 “诸生无修业之

心” , [4 ](卷一九○ )这不仅仅影响到国子监正常的教学 ,

而且也使学官的选任产生弊端: “庶官乏通经之

学” [4 ](卷一九○ )。同时更使得当时的儒学陷入了危机之

中。上引“其于平文大义 ,或多墙面焉” ,以及“窃见今

之举明经者 ,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 ,曲求其文句之

难 ,每至帖试 ,必取年头月日 ,孤经绝句。 且今之明

经 ,习《左传》者十无二三 ,若此久行 ,臣恐左氏之学 ,

废无日矣。……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 ,

殆将废绝 ,若无甑异 ,恐后代便弃。”韩愈《答殷侍御

书 》也云: “近世公羊学几绝 ,何氏注外 ,不见他

书。”
[2 ](卷五五三 )

即清楚地剖析了此危害性。

开元十六年 ,针对科举考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

诸如“今之举明经者 ,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 ,每至帖

试 ,必取年头月尾 ,孤经绝句”之类 ,时任国子祭酒的

杨　提出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再实行改革: “自今已

后 ,考试者尽帖平文 ,以存大典。”即要求在科举考试

中停止帖经的考试方法 ,而改用帖平文 ,目的在于挽

救《周礼》、《仪礼》、《左传》、《公羊》、《谷梁》这五经于

危机之中 ,尤其是要挽救儒家经学于危机之中。文中

的大典即指儒家经学。杨　的建议在当时是否被统

治者所采纳 ,由于史料的阙如 ,无法验证。但至少可

以说明帖经方法的实行 ,已经给当时的儒学教育 ,给

当时的儒学带来了很多问题 ,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

地步。而且刘思立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当初的一个建

议 ,竟会给后世带来那么多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给后

世的科举考试、教育、儒家经学造成那么深远的影

响。

开元二十四年 ,科举管理权限由原来的尚书吏

部员外郎转移至尚书礼部侍郎 ,于是 ,同年九月 ,礼

部以贡举权已转移 ,请别置印 ,至十月 ,时任礼部侍

郎的姚奕上奏 ,请求对科举考试实行改革: “开元二

十四年十月 ,礼部侍郎姚奕请进士帖《左氏传》、《周

礼》、《仪礼》 ,通五与及第。” [ 3] (卷七六 )至二十五年二月

(《册府元龟》作正月 ) ,统治者下诏 ,对明经科与进士

科实行改革: “二十五年二月敕 ,今之明经进士 ,则古

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 ,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 ,

多昧古今 ;明经以帖诵为功 ,罕穷旨趣。 安得为敦本

复古 ,经明行修? 以此登科 ,非选士取贤之道。其明

经自今以后 ,每经宜帖十 ,取通五已上 ,免旧试一帖 ,

仍按问大义十条 ,取通六已上 ,免试经策十条 ,令答

时务策三道 ,取粗有文理者 ,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

经 ,准明经帖大经十帖 ,取通四已上 ,然后准例试杂

文及第者 ,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

不通者 ,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

者 ,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迄 ,具所试

杂文及策 ,送中书门下详覆 ;其所问明经大义日 ,须

对同举人考试 ,应能否共知 ,取舍无愧。有功者达 ,可

不免欤?” [3 ](卷七五 )

从此条诏书可看出 ,帖经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重

要的一环 ,这次改革 ,依然离不开帖经 ,还重申和强

调了帖经的重要性 ,提高了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

位 ,进一步增强了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这次

改革 ,还是对开元十六年改革的一次反动。国子祭酒

杨　在开元十六年提出 ,考试不应只帖年头月尾 ,孤

经绝句一类的东西 ,不应该不详生徒述作之意 ,只追

求考试难度 ,而应该全部改为帖平文 ,目的在于存大

典。 这从考试的方法上来说 ,并没有变化 ,实行的都

是类似于现代填充法的所谓帖 ,但是从考试的内容

上来说 ,却发生了变化 ,一个帖经 ,一个帖平文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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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但是到了开元二十五年 ,情况又发生显著

变化 ,首先 ,统治者再次强调了帖经 ,而且要求进士

科也实行帖经 ,“其进士宜停小经 ,准明经帖大经十

帖 ,取通四以上 ,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者 ,通与及

第。”原因在于“进士以声律为学 ,多昧古今 ;明经以

帖诵为功 ,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 ,经明行修?以

此登科 ,非取士选贤之道。”其次 ,虽然强调说“明经

以帖诵为功 ,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 ,经明行修?

以此登科 ,非取士选贤之道”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

“其明经自今以后 ,每经宜帖十 ,取通五已上 ,免旧试

一帖” ,即要求明经科仍然实行帖经的考试方法 ,前

后矛盾。其原因盖在于 ,帖经考试的方法实行既久 ,

虽问题多多 ,然已深入人心 ,非一朝一夕可改 ,从上

引杨　之建议即可看出其端倪。此外 ,当时统治者除

了帖经之外似也提不出更好的考试方法 ,最起码的

连一个较好的替代方法都没有 ,就更不用说完全废

止帖经了。复次 ,除了再次强调帖经的重要性之外 ,

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就是要求应明经科的

考生不仅仅要懂儒家经典 ,而且还要求他们“粗有文

理”或“粗有文性” ,也就是要求他们还必须懂得作诗

的方法 ,当他们参加科举 ,通过了帖经、按问大义、答

时务策之后 ,还要求粗有文理 ,只有这些都合格了 ,

才能及第。从考试的内容来说 ,增加了试时务策 ,从

考试的标准来说 ,则要求从原先的“文注精熟 ,辩明

义理” ,改为现在的“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 帖经

依然是挡在应明经科的考生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而

试时务策和要求“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 ,则是应

明经科的考生们必须通过的最后一座大山。而这座

大山对于整天面对儒家经典、只惯于穷究经义的大

多数考生而言 ,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第二就是要

求应进士举的考生的帖经考试从帖小经改为帖大

经 ,要帖如《左传》、《礼记》一类的大经 ,大经相对于

小经而言 ,份量大了很多 ,这无疑使进士科的考试增

加了相当大的难度。而且 ,只有首先通过了帖大经的

考试 ,才能参加接下来的试杂文等考试以至及第。此

外 ,对于进士科 ,除了帖经内容方面的改革外 ,还在

考文的标准方面实行改革 ,即从原先的“文须洞识文

律”改为文取“华实兼举” ,而对进士科所实行的这种

改革 ,很明显的是针对当时进士科中出现的以声律

为学、多昧古今的弊端而进行的。很显然 ,这次针对

明经科和进士科实行的改革 ,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考

试的标准来看 ,都“有将两科互相折衷调和、取长补

短的用意。明经科试时务策 ,关于穷究经义的明经举

人只好勉为其难 ,而时务策恰好是进士科考试的传

统内容 ,是进士举人所擅长的 ;进士所短为帖经 ,却

独独要增加他们帖经的分量 ,若帖大经不通则不许

进入二、三场的试诗赋及时务策。 要求明经`粗有文

理’或`粗有文性’ ,要求进士`华实兼举’正好是两科

之间互补为用。此后 ,两科举人不得不更加勤奋备

考。” [5 ]( P100-101)这次改革的结果 ,除了使两科举人不

得不更加勤奋备考外—— 关于此 ,唐人赵在当时即

有论断: “若明试其业 ,主张其文 ,核能否于听览之

间 ,定取舍于笔削之下 ,职在考功郎。后至元宗开元

二十五年 ,重难其事 ,更令春官小宗伯主之 ,而业文

志学之士知勤矣。” [2 ]—— 就是增加了两科举人考试

的难度和被录取、及第的难度 ,这是因为 ,对明经科

的考生而言 ,他们只惯于穷究经义 ,从来对他们的要

求是“文注精熟 ,辩明义理” ,而现在却要求他们免试

经策 ,改答一点都不熟悉的时务策 ,同时不再要求他

们“文注精熟 ,辩明义理”了 ,而是要求达到“粗有文

理”或“粗有文性”的标准。本来帖经已经够难的 ,现

在还要加上根本就是全新的应试内容 ,可以说明明

经科的考试与及第难度越来越大 ,这对应明经科的

考生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仅从国子监的生徒方面

来看 ,他们平常所学主要是儒家经典 ,很少涉及文学

辞章 ,生徒们的专长在经学 ,不在诗赋辞章 ,在作诗

赋方面 ,他们是难以和成天吟诗作赋的乡贡们相比

肩的。另一方面 ,时务策为进士科之传统考试内容 ,

而明经只惯于穷究经义 ,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

儒家经典 ,而科举考试又要求应明经举的粗有文理

或粗有文性 ,并答时务策三道 ,在国子监中欲提高文

学水平几为不可能 ,国子监的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

之间就必然产生这尖锐的矛盾冲突 ,当这种矛盾冲

突无法解决时 ,就会使得入监学习成为不必要 (甚至

是一种负担 ) ,学校的重要性为之削弱 ,只能使生徒

纷纷离去 ,国子监出现寂寥冷清之景 ,并渐渐走上衰

亡之路。 唐中晚期出现的“右 ,国家典章 ,崇重庠序。

近日趋竞 ,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 ,耻游太学 ;工商

凡冗 ,或处上庠。” [2 ](卷五四九 )这种现象就是最好的说

明。 除此而外 ,州县学所学亦多为儒家经学 ,想在州

县学中提高吟诗作赋的水平也是难以为之的 ,于是 ,

州县学也为之衰弱 ,使国子监的生源受到影响 ,间接

的对国子监产生危害 ,这便是为什么韩愈在当时提

出 ,要求统治者放宽生徒的入学等级限制 ,允许一定

数量的低级别官吏的子弟到高一级的学馆去学习的

原因所在: “今圣道大明 ,儒风复振 ,恐须革正 ,以赞

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 ,其太学馆量取常参官

八品已上子弟充 ,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

人充”
[2 ](卷五四九 )

。而国子监生徒的流失与生源的受到

影响 ,反过来又会使国子监的学官受到影响 ,都会使

学官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良的反应 ,“至有博士、助

教 ,锄 犁 其中 , 播 五稼 于三 时 , 视 辟雍 如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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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 [2 ](卷五三二 )、“儒硕解散 ,国学毁废 ,生徒无鼓箧之

志 ,博士有倚席之讥” [2 ](卷六四五 )。更严重者 ,如唐人所

言 ,会产生“所谓德宇将摧 ,教源将乾 ,先圣之道将不

堪。 犹火之炎上 ,至焚 , 其为不利也 ,岂不畏

哉?” [2 ](卷五三二 )的可怕后果。而对于进士科的考生而

言 ,由于他们以前只要帖小经 ,而且考文的标准是

“文须洞识文律” ,可如今却要求他们改帖大经 ,分量

增加了 ,难度也因之增大 ,同时考文的标准也改为了

“文取华实兼举” ,他们所长在诗赋方面 ,所短在帖经

方面 ,不是扬其长避其短 ,而是扬其短避其长 ,这于

“多于经不精”
[7 ](卷三 )

的文学之士而言 ,无疑是一个

沉重的负担 ,文学之士的登科比率大大降低。这显然

与统治者广招贤才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也与当时整

个社会以进士为士林华选的潮流相乖。自然的 ,对于

国子监的教育来说也同样会产生危害。为改变此种

不利的情况 ,尤其是为了让天下英雄进入统治者的

收罗范围之内 ,且顺应社会的潮流 ,于是又对科举制

进行改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改革主要是针对

进士科进行的 ,而对明经科根本就没有实行。 “天宝

初 ,达奚、李严相次知贡举 ,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 ,时

谓试时 (恐误 ,或为`诗’ )放过 ,谓之`赎帖’ 。” [ 7] (卷三 )

即对那些帖经不合格、文名却高的进士实行特别的

优待 ,允许他们可以试诗取代帖经的成绩。“赎帖”的

推行 ,对那些“多于经不精”的进士来说无疑是雪中

送炭 ,但是对于开元二十五年的进士科改革来说却

是一次彻底的否定——虽名为只与文名高者以此待

遇 ,但从当时科举考试中请托盛行等事实来看 ,恐非

如此—— 这样 ,它的实行 ,又使应进士举的难度减

小 ,使从前一度实现的劝学效果化为灰烬 ,士子们只

要努力在作诗赋方面多下苦功 ,努力提高自己的作

诗水平 ,又何愁不能获得出身?于是 ,学风又坏 ,刚有

些起色的教育又开始陷入困境之中。 至少从国子监
来看是如此。 国子监教育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与

考试传统及其学科特色是 ,教学、考试的主要内容是

儒家经典 ,学科特色表现为儒家经典教育 ,而科举考

试的改革 ,却要求应举的生徒粗有文理或粗有文性 ,

并答时务策三道 ,传统教学内容与学科特色方面的

制约 ,使在国子监中欲提高文学水平几为不可能 ,国

子监教育与科举考试之间 ,便形成一种无法解决的

尖锐矛盾冲突 ,这不仅使入监学习成为不必要 (甚至

是一种负担 ) ,学校的重要性为之削弱 ,学官的地位

为之下降 ,使得生徒们为了早日及第 ,也不得不纷纷

离监而去 ,使国子监的发展出现问题。同时也使得国

子监在教育管理方面出现种种问题。而教育管理方

面问题的出现 ,又使得国子监中学风败坏等问题层

出不穷的产生。

上面说了 ,在开元二十五年的科举改革中 ,帖经

被再一次地强调 ,对帖经考试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

但是问题依然很多。 于是统治者在天宝十一载十二

月、十二载六月八日又对帖经进行改革: “礼部请每

帖前后 ,各出一行 ,相类之处 ,并不须帖。”“礼部奏:

以贡举人帖经 ,既前后出一行 ,加至帖通六与

过。” [3 ](卷七五 )这些都主要针对帖经的方法进行 ,可以

看出帖经考试的方法已经是深入统治者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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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stitu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Education in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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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ng Dyna sty, Imperia l examination institution has an clo se bearing on th e educa 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 f Imperia l ex amina tion institution, it has nega tiv e influence on teaching , educa tional administr ation and th e developm ent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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